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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

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

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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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林纾是颇有文名的：“大抵崇魏晋者，

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1](124)

文体论是林纾古文研究的关键部分，《文微》的开篇即

言：“文须有体裁，有眼光，有根底”[2](387)。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最后殿军、中国最后的古文大家，

林纾的文体研究承继《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范畴与架

构，结合魏晋后文体的发展，对古代文体分类、源流、

功能、语体、风格、创作规则、名家名作评析等中国

古典文体论基本范畴进行综合、梳理、辨析与更新。

其《<古文辞类纂>选本》一改长期以来诗文合集之常

规，专以散文为集，按体归类，每类前有一小序，每

篇后皆有独具特色之评论，无疑在散文文类学上起到

提纲挈领之作用。并且，身处古典与现代文化交界期

的林纾也还有着对当代文体发展现状与倾向比较准确

的捕捉。可以说，他的文体研究超越了明之吴讷(《文

章辩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辩》)、甚至于姚鼐(《古

文辞类纂》)，是对《文心雕龙》文论传统的直接承继。 
 

一、文体的分类释名 
 
明至清初，文体分类越趋繁复。明吴讷《文章辩

体》分体 59 类、徐师曾《文体明辩》扩而至 127 类，

清吴曾祺《涵芬楼古文今钞》分 13 类 202 目、张相《古

今文综》分 6 部 400 余体。如此繁杂琐屑，无怪乎《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感慨：“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

所谓治丝而棼者欤”。[3](1740)这种流弊后世有所觉察，

桐城大家姚鼐《古文辞类纂》分体 13 类、曾国藩《经

史百家杂钞》分 3 门 11 类，皆能以简制繁。1918 年，

林纾出版《<古文辞类纂>选本》，分文体 11 类：论说、

序跋、章表、书说、赠序、诏策、传状、箴铭、杂记、

辞赋、哀祭。下面就其分类释名的主要特点加以简括。 
林纾的文体分类是对前人成果的整理与扩展。林

氏之“箴铭”类含颂、碑、铭、箴等类，“哀祭”类含

哀、吊、诔等类，“章表”类含章、表、奏、启、议等

类。刘勰论“铭”：“铭实表器”，古人在观器上刻字以

彰德业或作警戒，由刻处的不同分器物铭、山川铭和

碑铭，林纾复增“墓志铭”，并举韩昌黎七字体铭墓为

例。“史传”在《文心雕龙》中指释经的文字，后世章

学诚以《礼记》之传经为之“传”，又认为专记人物为

“传”、专叙事迹为“记”。乃见，“史传”实质即是记

人物之言行事迹。然林选“状传”类以《圬者王承福》

居首，此篇虽具“传”体，实为寓言，以一泥瓦匠之

言谈事迹寄托讽刺之意，另有韩愈《毛颖传》及刘柳

元《宋清传》，皆是以虚构人物来寄寓讽刺警戒之意，

这无疑开拓了传统史传的题材范围。此外，林纾所论

赠序类、杂记类、序跋类乃魏晋之后发展成熟的文类，

故其主要引用姚鼐释名，并进行详细审定。以“序跋” 
类为例，林纾认为，凡属序古书、府县志、诗文集、

政书、奏议、族谱、年谱，人唱和之诗，都归序之一

门；凡属辩某子、读其书、书某文后及传后论、题某

人卷后，则归跋之一门，近代文家中盛行的“寿序”

也当属其类。林纾在分类释名中还对各文体之渊源流

变进行梳理。文体有其渊源，必有其流变，若能历史

地加以考察，对于人们厘清分体文学史意义重大。林

纾论“颂”体推源于《诗经》，论“箴”体推源于夏商

二箴，在溯源之后，又详细分析其流变轨迹，所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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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说“颂”无疑是一部 “颂”史，论“讚”无疑是一

部“讚”史。其中，文体在唐宋后的“流变”是林纾

更为关注和擅长的领域，作为文体论补充的《<古文

辞类纂>选本》，其选文亦主要以唐宋明清名家名作 
为主。 

林纾的分类充分体现了文学由古典向现代发展的

过渡期特征。现代散文之叙事、抒情、议论是以语言

表达方式分体的，这种倾向在林纾释名中已初见端倪。

如“论说”体：“论之为体，包括尔广。议政，议战，

议刑，可以抒已所见，陈其得失利病，虽名为议，实

论体也。……何能无言，有言即论。故曰，论之为体

广也。”[4](60)作者认为凡是文中发表了议论的，无论其

原先属于何种文体，传、序跋、赠序、杂记(不止于此)
都可以认为是“论说”。同样在论“杂记”中，他认为

杂记的题材有碑文、勘灾、濬渠、筑塘、修祠宇、纪

楼台、记书画、记古器物、记山水、学记、记游宴觞

咏，甚至包括那些为正统所不屑的琐细奇骇之事。林

纾自己曾创作大量的记载细琐内容的笔记类作品，关

注市井生活、人生百态，其志其趣与高居庙堂的文学

家截然有别。林纾以是否“议论”为“论说”体标准，

以记叙“杂事”为“杂记”，实已经超越了古代文体主

要以功能对象分类的范畴，与现代散文的分类(议论性

散文、叙事性散文)具有相似性。然而，如果我们只是

简单地通过细枝末节的比较来证明古代理论林纾有，

现代理论林纾也有，或是西方理论林纾也暗合，这并

不符合作者原意，也没有意义。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

文学精神的传承与演变，在 20 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学的

现代转型期，林纾通过对前人著述整理、辨析、补充，

在自觉意义上创立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古代文体分类

学，同时顺应中国文学演进的历程，初显现代文体分

类的端倪，这是一位古文家的可贵处。 
 

二、各类文体的品评与创作 
 

近代国学家钱基博于《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

一书中高度评价姚选《古文辞类纂》，并充分肯定林纾

治文远甚于吴汝沦、马通伯之辈，可与桐城先祖姚鼐

相媲美。[5](22)林纾非常推崇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但

因此集篇幅繁重(选文 700 余篇)，不宜初学，便在此

基础上“慎选其尤，加以详评”，共选文 187 篇，编成

《<古文辞类纂>选本》。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姚选只

有选文没有评析，而林纾不仅在《流别论》中结合文

体论评品名家名篇，而且林选 187 篇选文皆能结合文

体的特征从遣词造句、创作技法、艺术风格等方面对

作家作品进行经典评品，如此鸿篇巨制，可谓煞费苦

心。这一点上，林纾远胜于吴讷《文章辩体序说》与

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我们知道刘勰《文心雕龙》

中亦有选文分析，由于客观原因，其选文仅限于魏晋

南北朝及其之前。林纾正好弥补了这份不足，且林纾

为文推崇唐宋，其选文中唐宋文章数量不菲。但即是

对《文心雕龙》中提及的选文，林纾也不一昧求同。

如论“诔”体，刘勰举代表作家作品评品优劣，他认

为潘岳“巧于叙悲”而曹植“体实繁缓”，但对于二者

的一优一劣，并未展开论述。而林纾在《流别》中则

清晰地展示了何以言潘岳“巧于叙悲”而曹植“体实

繁缓”的缘由，且在对前人的补正中林纾始终坚持自

己的认识见解。 
选文评析的目的在于介绍各文体之创作要则，各

体文章皆有对功能、语体、结构与风格的不同要求，

自然形成了各异的创作手法。林纾在《流别论》中论

及各体文章的创作要则主要是通过选文评点的方式，

依文体之不同，根据相应的例文或指出创作的要点，

或反面言及不当之处及各种避忌。林纾论“传状”体

以为刘勰深明史体，纪传以忠实为贵。然而，传说纷

纭、资料繁多，难辨真假，因此，综合史料、融会事

理、巧妙安排乃是“传状”一类的写作关键。林纾以

《史记·樊、郦、滕、灌传》为例盛赞司马迁“能于复

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并归结曰：“四

人悉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

谓因事设权者也” [4](60)，所以传记写作的关键在于求

实，行文叙事简洁明了，对纷纭驳杂的史料驾驭得法：

“但凡局势之前后，宜有部署，有前后错叙，而眼目

转清，有平铺直叙，而文势反窒，则熟取《史》、《汉》

读之，自得制局之法”。[4](60)通过选文评析，林纾归纳

了“传”体主要的创作技法，这样的例子在每一类文

体介绍中都存在，不一一赘言。此外，他在《春觉斋

论文》中有《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

对古文的创作法有非常充分的论述。同时，林纾在创

作法上的森严戒律也显露出他的缺点：“这只能使古文

在形式上更加保守、板滞和凝固，其不适应近代社会

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6](206) 
 

三、文体的语体修辞 
 

桐城派有“因声求气”一说，姚鼐《与陈硕士》

曰：“诗古文各要从声音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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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8](45)主张通过揣摩外在声色以求内在神味。世人

往往以神理气味为精，以声色格律为末，实则内在的、

根本的因素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外在的、粗显的形式

才更易捕捉，尤其对于初学者更是如此。林纾自述自

己常于不适意时，闭户读书，家人虽不知诗中之意，

然亦颇肃然为之动容，所以林纾认为行文之不宜无声

调格律，他为文非常语体修辞。 
“赋”的主要功能是“讷谕”与“颂扬”，其文辞

必有“铺采”，即林纾所谓“丽词雅义”，但若为“铺

采”到了追逐华丽以自炫的程度，则流于浮滥，有失

庄洁。文体的写作中，选词造句要非常谨慎，句法、

谐声、押韵上均需讲究，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诔”体“四言实通用之礼”；颂体通常采用有变化的

散文句式，加上古雅的文字，可以突显文体的灵动，

而碑版文字讲究造语纯古、结音坚骞，赋色雅朴，最

好不用长句用短句，且不用虚字，方能“句句落纸，

始见凝重”。总之，下字严谨、择言巧妙，就离好文章

不远了。言辞的选择与句式的使用如此之重要，因为

它直接关系到文体所呈现出的外在的体貌风格，哪怕

一个大类下的相似文体亦各有千秋。“颂”“赞”皆嘉

言音美、以古雅纯正为贵，“颂”为舞歌声容之文辞，

“赞”为歌功颂德之作。然以“颂”而言，态度诚敬

谨慎，虽如铭文，又异于铭文之劝诫，敷写似赋，而

不入华侈之区。而赞体因起于对人事之奖励、赞叹，

文字以简短为贵，切忌冗长，以语言简约求情意深长

之境。班兰台《封燕然山铭》一文用楚词“某某某某

兮某某某”的八字体，声沈而韵哑。韩昌黎省去“兮”

字，用七字体，使“声尤沈而哑”。而这种七字体很难

把握，不善用者，往往会流入七古。七古在近体中被

称为古体，虽然如此，一施于铭词中，依然显得轻佻。

林纾认为这时最好的方法是每句中用顿笔，“令拗、令

蹇、令涩”，其效果是“虽兼此三才，而读之仍能圆到。”

如韩昌黎为朝散大夫尚书库郎中郑弘之墓铭曰：“再鸣

以文进途开，佐三府治蔼厥蹟”一句。“‘再鸣以文’

是一顿，谓进士书判拔萃出身者；‘进途’之下用一‘开’

字，此狡狯用法也。‘佐三府治’又一顿；‘蔼厥蹟’

句以‘蔼’字代‘懋’字，至是新颖。”[4](54)这篇文章，

句句用七字，每句皆用顿笔，在林纾看来达到了“不

期沈而自沈，不期哑而自哑”的效果。 
最后，语体是否得当精炼，归根结底不能不涉及

作者自身的文学素养与积淀。非“镕经铸史”“不足以

动天下”，只有“根柢至厚”方能“言皆成理”。所以

林纾认为序跋类中，书序最难工。“人不能奄有众长，

以书求序者，各有专家之学。……惟既名为文家，又

不能拒人之请。故宜平时窥涉博览，运以精思；凡求

序之书，尤必加以详阅，果能得其精处，出数语中其

要害，则求者亦必厌心而去。”[4](71)“书序”最难，何

以言之？因为作者必对所序之书与所序之人了解透

徹，方能把握其中精华，言语切中要旨。但人之所学，

各有所专，难以面面俱到。只有平日博涉经史、沈潛

日久，方能洞察深刻，于求序之书详加研阅，才能定

其去取、出以要言。若所识不深、流于空疏，只能隔

靴搔痒、言不及义。 
在流变的过程中，各文体可能形成一脉相承的语

体特征，故而林纾强调若有“法程”在心，“会心者自

能深造之也”。语体修辞虽是文体的外在因素，却是表

达神气情韵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否则，大多数的习

者都只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可望而不可及了。只

有把握创作规律，才有可能捕获到不可言说的审美理

想，这或许得益于林纾长期的古文学习与教授经验。 
 

四、文体的风格 
 

特殊的话语形式总是反映特定的审美对象，蕴含

特定的精神境界，只是对这种境界的阐释，各家皆有

不同。戴名世以“神气”论文，刘大櫆把神韵作为最

高审美境界，姚鼐则称之为“神理气味”。林纾对古文

审美特征的理解要比前辈更细腻深入些，其《春觉斋

论文·应知八则》中标举意境、气势、风趣、情韵、神

味等范畴，并一一对其具体内涵进行界定阐释。对于

创作者来说，它们是自我内心情感与外在语言相契合

时而生成的和谐效果；对于读者来说，它们则指向一

种合宜的能够引起心灵共鸣的美的审美感受。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曰：“夫情致异区，文变

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8](278)任何一种

文体都是某种功能的产物，并具有一定的审美需求，

形成特定的审美风格。林纾认为赋体出于颂扬，体宜

庄重，颂体“敷写似赋”“敬慎如铭”“章以造闕，风

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铭兼褒赞，故体

贵弘润”，墓志铭声沈韵哑，檄移气盛辞断，楚词悲抗，

序贵精实，跋贵严洁。同时，文体在流变中其审美风

格也会依照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诏策一体：

汉武帝诏“选言弘奥”、汉文帝诏“精懇”、汉魏文诏

“辞义伟然”、东晋明帝遗诏冲抑动人、而宋人制诏则

能于四六之中“流出趣语”。另外，“文如其人”“文品

即人品”，作家的个人因素与作品风格之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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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各师其心，其异如面”，各人按照自己的本性来

写作，作品的风格就像各人的面貌一样彼此不同。姚

鼐论文分阳刚阴柔，皆与作者的生命气质相关，如果

主体拥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和充沛的情感状态，那么外

化为作品的审美特征，就是雄浑阔大的气势。林纾亦

以“崇义履忠之文”为“禀然阳刚”，以“叙哀述情之

文”为“粹然阴柔”，以“深沈善思、精于鉴别之文”

为“近于阴柔”。 
既然作家的生命气质关系到风格的特点，那么作

家内在情感体验如何转化为合体的审美风格呢?“情者

发之于性，韵者流之于辞”[4](85)，作者的个人气质、

内心情感通过适宜的言辞(句法、谐声、押韵上的雕琢)

恰当地表达出作品独有的韵味。每一种文体中，言与

情的搭配都有约定俗成的规范，形成各有特色的风格

特点。对于“情”，林纾首先强调其真实性：“无情乃

无文”“有是心血，始是至言”“韵非故作悠扬语也，

情赡于中，发为音吐，读者不觉其绵有余悲焉，其则

所谓韵也”。刘勰之论檄曰：‘植义扬辞，务在刚健”，

林纾解释到“愚谓本无义愤，何由能刚?不衷公道，奚

得称健?”[4](64)文本尚简洁精炼，然屈原之《离骚》为

什么言辞复沓，而人不觉其沓?那是因为其情本于衷，

虽言之又言，却分明让人感觉其心中至诚至切，故人

不以为冗复。后世庸手为之，只道其回环曲折之笔，

而无真情实感，引吭假悲，只能令人生厌。林纾认为

哪怕是素朴细琐的生活细节、家常絮语，只要是真情

流露，也会使作品充满情韵。他评说欧阳修《泷岗阡

表》与归震川《项脊轩记》“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

乃至百读不厌”[4](43)。其次，恰当地处理情绪有利于

形成合体的风格。林纾论“章表”盛赞后汉的左雄、

胡广、孔融、诸葛亮、曹植等人之章表，称其“体赡

律调、辞清志显”的特点。内容丰赡而声律谐调、文

辞清丽而情志明显，这都兼及了内容(情感)与外在形

式的和谐关系。“才驱气驾，纵横开合，纪律惟意”固

能显现作者的才华恣意，然不是处处皆宜于使用。如

碑版类文字造语纯古、结响坚骞、赋色雅朴，其风格

以“凝”为要，若以才气驰骋于中，过犹不及，终患

少温纯古穆之气。因此，林纾认为韩昌黎《元和圣德

诗》有失体之嫌，颂体本应“敷写似赋，敬慎如铭”，

而昌黎目睹俘囚伏幸，心蕴忠愤之气，振笔直书，“不

期伤雅”。“激愤”的心绪应该沉淀之后方适宜于写作

“颂”这样的文体，否则就少了此体应有的“敬慎”

之风。当然过于苛求某种文体风格的统一显现了林纾

文论呆板的一面，但他治文以崇韩为关键，却能保持

已见，不管这种批评是否得体，都不失其“真”。 

   《流别论》论“赋”体中有一段似乎无关论文主旨

的话：“虽然，当此风雅销沈之后，吾辈措大，无益于

国，然能存此国粹，为斯文一线之延，则文章、经济，

虽分二途，即守此一途，于世亦无所梗。是在好古之

君子加之意耳!”[4](51)自 19 世纪末以来，林纾所寄寓

希望能够强国富民的社会变革三番五次地打击了他热

忱的心，辛亥革命失败后，外侮当前、内战频频、民

不聊生的世态更让他陷入绝望境地。当激进的社会革

命急风骤雨般来临时，这位耽于以往失败经历的古稀

老人显然是落伍了，他自知“无益于国”，只求能在“于

世亦无梗”的心理安慰下得以坚守他对古文的诚笃以

求“为斯文一线之延”。这里，笔者希望通过对林纾古

文论(本文只是一小部分)的梳理与诠释，摆脱“桐城

谬种”的误读与“林译小说”的光环，真正地接近这

位非常时代的特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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